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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共存：乡村振兴中的城乡生活共同体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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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民下乡”现象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立足乡村振兴语境下通过跨城乡空间新型生活共

同体的培育，达到城乡流通机制的打通和城乡关系的互哺是实现城乡交融关键所在。本研究以移居M村的市民和村民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时段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现代性作为动力和外部条件为个体生活方式的转型实践提供了

技术性条件，互动仪式下跨越局内人与局外人边界的群体间互动是新型生活共同体型构的发生机制，个案村落中的两个

群体尽管存在多重差异但仍可通过特定方式达到“共存共生”状态。个案经验表明，城乡间互动格局下的乡村振兴形态

存在新的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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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回顾

近年来，“市民下乡”问题在国外学术界引

发了广泛探讨，一些学者进行了专题学术研究，

并将其称之为“生活方式移民”。学者们关注到

的“候鸟式移民”、“大理新移民”等现象与“市

民下乡”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关

键在于其他类型的移民以寻求符合自身生活的移

居地为主要导向，不愿与移居地居民进行主动互

动。而本研究中涉及的市民则是与村民完全共居

于同一生活空间中并主动学习“地方性知识”进

行持续性互动。

（（一一）） 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

现代性语境下“市民下乡”已成为一种潮流

现象，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到乡村租赁村民

房屋、土地，意图实现自身诗意栖居田园梦。于

村民而言，市民到乡村生活是以“资本开道”能

够给村庄发展及村民生计带来新的机遇的好事，

同时其介入村民的生活世界之中也给村庄生活秩

序以新的挑战。不同于既往研究提到的出于经营

目的到大理投资的“企业主移民”和三亚等地的

“候鸟式移民”，本研究在一般性角度上关涉的是

以寻求更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从大城市到乡村生活

的市民群体，通过深度融入乡村共同体对乡村生

活空间的重构，其范围既包括少数民族村落，也

包括非少数民族村落，重点在于村落自身的再建

构，而更为特殊的角度是其选择的是城市近郊的

民族村落，在强外界因素作用下，市民文化在重

塑村落文化的同时，亦冲击了村民传统生活方

式，双方之间因“惯习”而生成的张力就极为明

显。通过长时段地与移居地居民进行社会互动，

下乡市民对村民的行动回应及村庄社会结构产生

的了显著影响。作为正在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现

象，乡村面临更加多元化的现实考验，应立足于

我国国情，瞄准乡村在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中所

遭遇的问题，思考以何种方式使乡村不再被视为

消费空间，而是能够利用彝族村落独有的地方性

资源，以此吸引市民下乡，通过乡村文化自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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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乡村振兴。

党中央始终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作

为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在 2021年 6月已开始实施，立法的推行是党中央

关于乡村振兴重大决策部署的法律体现。作为一

项利国利民的顶层制度设计，对于促进乡村振

兴、人才振兴以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1］。“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如

何将“市民下乡”作为实现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契

机，鼓励引导城市人才下乡培育乡村“新”能

量，打开城乡流通机制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基于此，通过市民和村民的社会互动使新型

乡村生活共同体得以建构以此助推乡村振兴成为

本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

（（二二）） 研究回顾研究回顾

从生活方式移民的概念内涵与群体特征来看，

有学者指出生活方式移民群体是介于游客和永久

移民之间的“中介性”群体，其流动趋势具有一

定复杂性［1］。迈克尔·本森 （Michaela Benson）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活方式迁移”作为一

个概念性框架，应该关注的是此种类型迁移背后

的动机 （广泛地描述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同

时作为一种迁移方法，是一个过程的表述方式，

而不是一经到达即完成的一次性行为［2］。生活方

式移民群体在移居地安居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经

历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与适应过程，并无可避

免地与移居地居民进行沟通交流。

学者们普遍认为该群体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

和空间时间的“精英”阶层，其迁移的出发点是

对于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Amit的研究指出，该

群体所拥有的资本基础决定了无论是永久地或临

时地迁移到某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是能够满足其

对于美好生活想象的存在［3］。Spalding， AK，

and Kordel. S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该群体的身份

特征进行分析发现，能够做出生活方式迁移决策

的群体享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权”［4⁃5］，居于现

代性社会语境下个体心态意向结构转向于对“自

我”的追问［6］。国内学者针对近年来发生在我国

的生活方式移民现象展开了相关研究，学者们同

样认为该群体自身或家庭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同

时拥有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资本［7］。

关于生活方式移民的移居动机及对移居地产

生的影响，相关研究者认为其迁移动机主要受到

如下因素的影响：一是对于乡村田园生活的美好

想象［8］，二是由于大城市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不

断发展对居住地造成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问

题，个体在原居地生活面临着生存和生活双重压

力［9］。当原居地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时个体开始出

现向外寻求更优质生活地的倾向。金如委等指

出：除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之外，寻找情感寄

托、实现个人理想以及身边各种关系类型的影响

也是影响移居的重要因素［10］。

纵观学术界的已有研究，相关学者就生活方

式移民群体对迁居地产生的影响持不同意见。一

部分学者认为该群体的移居实践能够促进乡村的

经济社会发展。从城乡共同发展层面来看“倘若

能够基于顶层制度设计引导，打通城市和农村经

济相互融通的‘大动脉’，盘活城乡资源实现双向

流动会使得乡村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11］ ”。另一

部分学者则表示该群体与当地居民在物理空间分

配、日常生活方式和村庄未来发展理念等方面存

在多重冲突。双方所属不同社会阶层伴随的“惯

习 ” 差 异 会 导 致 双 方 “ 文 化 冲 突 ” 现 象 的

发生［12］。

学者们立足于“市民下乡”这一社会事实形

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其间穿插着基于具体实践的

深度观察，以及对全球经验和本土实践之间张力

的深刻反思。对于本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但也存在一些盲点。研究对象选择上的主流取向

导致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深度挖掘，侧重于在流

动的现代性和消费社会语境下阐释生活方式移民

群体本身，却忽略了移居地居民的行动回应。纵

观现有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仍旧存在一定争议，

因此将其放置于特定社会问题域中进行深入讨论

势在必行。

二、案例呈现与理论框架建构

（（一一）） 案例呈现案例呈现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是云南省昆明市城郊M
村。从村寨地理位置看，距主城区 30~40分钟路

程。村内共 286户， 901人，其中彝族人口 856
人，占总人口比为 95%，汉族人口 45人，占总人

口比为 0. 5%。村中除传统民俗节日 （火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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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会、同属会等） 外，传统服饰及语言的使用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得到了较好的保存。村庄拥有

良好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

有一处水面面积达 4. 67公顷的水库，水质优良，

是村民灌溉所用水源。村庄国土面积 1999公顷，

耕地总面积 62. 67公顷，人均耕地 0. 08公顷，林

地总面积 788. 6公顷。村庄集体经济收入 548 600
元/年，村民经济收入以农业为主，兼营运输和

采集业，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9840元。

村庄除呈现出村民进城务工、城镇人口增加

等主流城镇化趋势之外，自 2015年以来，陆续有

从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等地的城市居民在媒

体的宣传和多种类型关系个体的介绍下到该村租

赁当地村民的闲置或现有房屋到乡村生活。房屋

租赁年限以 10~20年为限，依据房屋的大小和位

置房价居于 2500~15 000元范围内。截至 2021年
底，村中外来定居人口总人数 278人，占到村民

总人数的 31%，且人数有持续增加态势。外来定

居人口自称为“新村民”（意为在乡村生活的市

民），村民最初称其为“城里租房子的人”，后期

才称为“新村民”。这一称谓的转换也意味着村

民认知态度的转变。基于市民的“新村民”称谓

同时出于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分析，将当地村

民称为“老村民”（意为世代居住在M村的原住

居民）。

（（二二）） 理论框架建构理论框架建构

就本研究的社会现象来看，吉登斯提出的现

代性理论；埃利亚斯提出的局内人—局外人理

论；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从不同层次和

范围都蕴含着有助于解释该现象的理论观点。现

代性理论作为宏观分析视角有助于解释外部要素

的支持和制约功能；局内人—局外人与互动仪式

链理论建构起从微观理论层面阐释群体间社会互

动过程中情感能量的生成机制。以宏观现代性理

论同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理论相结合，尝试在此

理论基础上回归到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并以此链接

地方与现代化发展经验，构建出涵盖村落间不同

主体在培育生活共同体的行动路径中所产生的解

释性理论。

就本研究所涉及的经验事实来看，一方面，

新村民群体在现代性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开始思考

自身生活方式的多重可能性，意图通过技术性条

件实践替代性社会场景位移过程中现代性都市生

活方式在乡村的移植。另一方面，地方化的村落

经济社会边界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开放状

态，老村民群体经由传统向现代的村落社会结构

转型发展过程中自身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都更具

现代性特征，个体也面临着多样化的选择。新村

民群体的移居行动带来异质性的生活方式。双方

行动主体

新村民群体

老村民群体

现代性动力机制
·时空压缩
·脱域机制

    ·现代性反身性

社会制度结构
    ·地方社会政策
与法律法规

    ·地方文化规则

物质和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低价房租

共居
生活
空间

新村民群体的生活方式

老村民群体的生活方式

机遇
威胁

制约
支持

吸引
消耗

生活
方式
的冲
突与
调适

新村民群体与老村
民群体的差异
地理位置区分
 惯习 区隔
 仪式 边界

村庄内正式成员身
份资格

持
续
碰
撞

持
续
反
馈

群体间生活方式冲突
·价值观念
·行为方式
·生活态度
·审美取向

群体间生活方式调适
  ·新型社会关系结构  
  ·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情绪和情感体验的集

体沸腾

新型村
落生活
共同体
的培育

新村民群体与老村民群体的动态互动

仪式的作用机制

·集体符号
·群体团结纽带
·群体边界

 
图 1 新型村落生活共同体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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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的规划使得彼此能够于共居生活空间中

展开社会互动。由于多重外部行动环境的存在，

彼此间认知上的变化以及相对应的行动模式也存

在阶段性差异。

局内人—局外人和互动仪式链理论提供了有

助于解释行动者阶段性差异化行动回应的理论

视角。

首先，埃利亚斯及其学生斯科特森基于温斯

顿·帕尔瓦 （Winston Prava） 社区的实地研究经

验将文明化和阶层观的理论关照纳入到对于定居

者—外来者的分析中。研究核心问题在于：为什

么以及在何种具体条件的作用下同一阶层下定居

者的长期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被赋予“权威性”

和优越感，而外来者新的生活方式受到指责的同

时被污名化［14］。经过长时段的持续性研究发现，

外来者群体在不情愿的心理状态下接受了被另一

群体的标签化。埃利亚斯将马克思社会权力差异

思想、韦伯对于社会阶层分类指标以及弗洛伊德

关于自尊和自我感的分析进行批判性整合最终形

成自己的理论解释：社会关系中的复杂不平等状

态存在的原因在于具有优势地位的群体往往认为

自身行为方式更具“文明”特征并以此保障自身

优势和权力地位。文明差异可能是产生和延续权

力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一圈层的群体内成员

通过遵守共同的准则和特定的情感团结维系纽带

维持群体内凝聚力。

其次，柯林斯试图所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

以互动仪式作为社会结构研究的起点，在具体情

境中通过个体间的持续性接触而进行延伸从而形

成互动结构。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

情感连带，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

的符号［15］。上述理论从不同的层次和范围都能够

进一步解释同一社会空间内不同阶层以及拥有迥

异生活方式的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既然两

个群体已然处于共居空间之中那么必然会产生主

动或被动的社会互动，互动结果就取决于其互动

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于彼此的认知转变以及相伴随

的行为表现，双方互动的展开可以运用局内人—

局外人理论和互动仪式链理论中的相关观点进行

分析。

社会互动展开的第一阶段由于两个群体长期

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形塑导致双方生活方式截

然不同，当地方性“知识”和“共识”遭遇“现

代大都市生活方式”必然会因为差异性产生矛盾

和冲突。埃利亚斯指出定居者群体所具有的高度

群体凝聚力和公共控制的程度能够保障既有群体

的权力优势，而外来者群体由于彼此不够熟悉且

未生成群体内需共同遵守的相关规则因此缺少这

样的优势。初始阶段新村民群体尽管拥有着高于

老村民群体的社会和文本资本但是其尚不具有内

部凝聚力面对村寨集体行动遵循村寨地方性文化

逻辑边界的老村民群体，显然不能在村庄生活中

占据有利位置。其中，仪式作为群体边界的清晰

存在对社会群体所属资源进行了划分和确立，不

具有村庄正式成员身份的新村民群体不被允许参

与村中相关仪式，仪式以其独有的象征方式实现

对于群体成员的外部区隔和内部认同。因此，新

村民群体的行动策略以顺应地方性规则为主。第

二阶段两个群体的互动状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不

同于埃利亚斯声称的外来者群体对于定居者群体

给定标签的接受［16］，新村民群体利用自身优势通

过一系列自觉行动融入到村庄生活之中，这一行

动实践的结果是村落内部社会关系格局发生变

化，老村民群体中的关键行动者对部分新村民表

示认可，一部分新村民被允许参与少数仪式活

动。柯林斯强调仪式过程中的高度互为主体性和

情感连带［15］ 才能达致成员身份感的获得和情感

能量的凝聚从而促进新的关系类型的形成和维持

某一类特定的关系。新村民群体尚未被允许参与

村中所有仪式也就意味着未能被老村民群体完全

接受和认可，只有两个群体有共同关注的焦点并

积聚起情感能量才能有共同意志和协调行为的产

生。第三阶段的互动使得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发

生了质的改变，因为个体私人情感关系类型的构

建，部分新村民已经可以参与到村中最重要的仪

式活动中，尽管仪式过程中的某些隐秘性环节仍

然不被允许加入，但这也意味着其被认可。仪式

带来的“集体沸腾”状态加速了新村民群体对于

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一瞬间共在的情绪和

情感体验的维持需要共同关注的焦点，促发了两

个群体之间的群体团结，老村民群体和新村民群

体聚焦于对外部因素的关注下群体标志物得以构

建，双方共同捍卫群体资源从而充满集体团结

感，新型村落生活共同体也在双方的互动实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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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产生。

三、村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性

动力机制

（（一一）） 技 术 性 条 件 支 持 下 的 跨 城技 术 性 条 件 支 持 下 的 跨 城-乡 边 界乡 边 界

互动互动

现代性渗透于世界各个角落并彻底改变了个

体日常生活的本质。由现代制度所引起的日常生

活之嬗变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与个体生活相交融。

现代性语境下流动性话语日盛，流动的大时代的

背景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互辩证作用下村庄社

会经济边界由相对封闭导向相对开放状态，在国

家、社会、市场此类制度性要素的影响下，个体

外部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自身明显具有了

“走出去”的现代性特征。传统社会生活中，个

体总是要受到“在场”的限制，但是在现代社

会，“缺场”也可以完成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

正如吉登斯指出的，时空分离作为现代性的动力

机制的初始条件，极大地拓展了时空延伸的范

围，通过冲破地方习俗与距离的多重制约，开启

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17］。作为社会建构物的时间

与空间的转变逻辑背后是新的时空压缩体验的延

伸。时间和空间中距离在不断缩短，现代性正是

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现代社会交通的便捷化和通

信传媒的即时性、广泛性等特征使个体已经完全

处于一个共时性的世界之中。时空分离要素为个

体的“缺场”提供了技术性条件支持。

脱域机制将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进

行分离的同时通过时空距离对其加以重组［18］。具

体而言即“象征标识”与“专家体系”将时间和

空间进行联结，社会生活脱离固有惯习的控制使

得互动不再受制于场所。在此基础上现代性的反

身性得以产生，新信息和新知识的影响令个体对

于惯习和习俗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加，对于“自

我”的追问在后传统秩序下“反身性”过程情境

中成为核心问题。现代性社会意味着个体行动开

放的多元可能性，机遇与机会并存的同时信任机

制和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和威胁也相伴而生。移

动性和流动性无处不在，同时扩展着个体新型生

活方式的可能性。迁移的主体性形成已经被公认

为“固定”和场所中的一个，从而形成所在地的

“一部分”。移动性也使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被直观

呈现出来，差异化的社会资本形成具有限制个体

移动能力的结构。新村民群体拥有的社会和文化

资本是进行生活方式移民的先决条件使自身能够

有更多的选择性，而基于生活方式做出的迁移决

定也是个体进行自我反思的一部分。

不同于新村民群体的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机

遇和风险而做出的生活方式移民行动，老村民对

于现代性的感知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一是经济

层面的，是生计方式所发生的转变。二是文化心

理层面的，对于当前市场适应能力的提升以及生

计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使老村民群体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

推进使得老村民群体的交往范围也不断扩大，个

体的社交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作为以“伦

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构成的熟人社会，在现

代化进程中村落内生关系结构已然发生了现代性

变迁［19］。新村民群体未移入之前其观念和行为方

式尽管发生转变但这一过程是相对平缓的，而新

村民群体移入之后，更像是一剂“强”作用的催

化剂使得老村民群体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转变更

加显著。双方长期于共居生活空间中的社会互

动，经历了日常生活中的多维矛盾和冲突事件。

但通过长时间段的协商、博弈和情感上的联系促

使最终在对各自规则的适应下形成了新的共生

关系。

（（二二）） 共同关注焦点下情感能量的共聚共同关注焦点下情感能量的共聚

新老村民由彼此间排斥到矛盾与冲突，再到

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最后发展至情感能量的凝

聚这几个阶段，群体间之间通过自然仪式与正式

仪式中的社会交往构建起新的关系类型。在具体

的互动情境中，由一系列正式程序发起的仪式比

自然仪式所带来的情绪和情感体验要强烈的多，

对于参与成员有着严格的群体边界意识。正式的

仪式带给个体一种更加正式的成员身份感，能够

被标记为群体内成员。就本研究针对M村新村民

群体参与村庄内正式仪式的长期观察情况来看，

老村民群体对新村民能够参与的仪式是有选择性

的，且只有与老村民关系密切的新村民才被允许

参与村庄内的正式仪式。仪式过程中的参与者对

于共同参与仪式会产生共同的注意力，在这一过

程中个体情感和情绪也在仪式过程中生成。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是互动仪式链中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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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的沉淀，也预示着是每个新情况的发生。

互动仪式结果的产生与互动过程中的“过程性事

件”息息相关。在过程中双方循环往复的反馈与

再反馈过程中，行动者之间建立起不同类型的社

会关系，促发了情感能量的生成。个体的情绪和

情感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柯林斯认为这取决

于互动情境和之前的互动经历［20］。新老村民之间

的关系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双方是在经历了长

时间段的互动之后才逐渐积累起情感能量，在日

常生活中随着双方互动的不断加深，作为同一社

会结构内的成员，正式仪式与自然仪式将双方联

结在一起，个体逐渐产生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

双方在互动参与的过程中有了共同关注的焦点，

新村民群体对于村庄产生了一定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

新村民群体的身份转变离不开老村民群体的

推动，群体成员社会关系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是

作为局内人的老村民群体在面对局外人的新村民

群体对于村庄社会边界的变动下所做出的行动回

应。老村民群体作为村落共同体内部成员有着内

部一致性以及一整套特定的文化特质。而新村民

群体显然在生活方式、生计方式和文化特征 （语

言、价值观念、房屋的建筑风格） 等层面都与老

村民有着明显的差异。老村民群体心理状态的改

变阶段作为一个历时性过程同时呈现出村庄社会

文化边界的流动性特征。

四、新型村落生活共同体的培育

滕尼斯指出：“关系本身即结合，这就是共

同体的本质。一切亲密的、私密的、单纯的共同

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21］。”共同体为

群体内成员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成员也需要遵守

共同体内部的相关规范。鲍曼在其基础上对共同

体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共同体依赖的是一种

相互联结起来的情感［22］。”M村显然是一个具有

清晰社会文化边界的村落共同体，村庄内成员有

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新村民群体和老村民群体

之间的互动表现出共生的交互关系类型，培育新

型 村 落 生 活 共 同 体 对 于 两 个 群 体 都 有 着 重 要

意义。

对于新型村落共同体的培育主要包括以下若

干要素：新村民已经逐渐适应乡村生活，老村民

也能够与其和谐相处。两个群体之间所呈现出的

对于群体内身份与生活方式的异质性而引发的区

隔，在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仪式互动中得以缓

解。新村民主动融入村庄生活的行动也得到了老

村民的回应。埃利亚斯声称：“如果个体在一个

社区内待得时间足够长，那些社区内的文化特征

自然会影响到自身。个体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到

对于社区的认同，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行为［16］。”

当两个群体之间通过长时段的社会互动，且外来

者群体能够适应移居地地方性制度时，两个群体

之间可以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新老村民群

体已然建立起私人情感关系，对于村庄有了属于

自己的情感记忆。情感性连带关系让其更愿意主

动参与到村庄的公共事物之中，为维护共有家园

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于村庄未来的发展规划，

也得以从制度性要素层面管窥两个群体以及地方

性组织适应环境的行动策略。其中新制度主义视

角下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强调通过遵守共同的

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或被认可的角色模板或结构

模板而获得合法性［23］。村庄彝族文化所具有的独

特意义和生产功能是村庄的“根”，只有在这一

基础上扎根才能让村庄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具有生

命力和活力。在制定村庄后期发展规划时文化要

素是当地政府着重考虑的，将村庄彝族文化内化

于村庄发展规划之中使地方性文化实现现代化转

型。“传统并非是全然静态的，它必然要被从上

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

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之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

拒变迁，这种环境几乎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

来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意

涵［24］。”在基层政府的引导下，两个群体积极参

与村庄内“彝绣比赛”活动和“彝族刺绣博物

馆”筹建成等系列行动，文化要素的承接以新的

生命形式转换。村庄历史老照片的展出地是两位

新村民提供的，他们希望通过各个时间段的老照

片展览让大家能够记住和了解村庄的历史记忆。

以基层政府为主导，新老村民的相互配合使得村

庄内文化资源得以在村庄发展过程中起到建构性

作用，同时呈现出新的制度形式，实现新型村落

生活共同体的培育。

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就地城镇化等政策的推

行使得乡村发生了多种向度上的变化，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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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方式已然经历了深层及的变化。政府主导下

的村庄发展变迁，来自不同城市的外来定居人口

和M村村民组成了一个“新”的社区，乡村与城

市空间场域的交错带来了村庄生计和生活方式的

变革，经济社会边界的开放令村庄的流动性进一

步增强。村庄内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变化、村民

社会心理层面上的矛盾，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

型发展，新型村庄生活秩序的生成推动着村庄社

会格局的转变。新老村民混杂居住的“生活共同

体”开始出现，它的出现对于当前M村未来发展

走向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通

过个体经验和行为的共享，通过代际传递实现村

庄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发展。

五、结语

现代性所带来的影响是持续且深入的，同一

社会空间内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造成的社会关系

的不对等社会互动是群体间区隔和不平衡产生的

缘由，群体间边界也因此型构。权力结构不断平

衡和变动是相互依存的，对于“过程”的关注可

以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的关系［25］。极盛现

代性条件下个体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规划在不

同社会阶层背景下的展开方式是不同的，正如本

研究所涉及到的新村民群体的移居行动，而老村

民群体本质上是被卷入其移居实践中的。新老村

民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彼此生活方式已明显具有现

代性特征同时产生相对应的对于现代性的适应性

行为方式。重新回到对于现代性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的反身性思考之中，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延续和

转换成为新的命题，新的村落生活共同体能否在

多重凝视下保持民族文化地方性特征的同时进行

延伸和扩展适应弥散现代性所带来的现代和传统

的交织。“静态”乡土逻辑中的生活秩序正经历

着深刻的变化，现代性的出现使其被卷入传统的

再生产过程中。个体的思想和行动也总是处于连

续不断的彼此互映之中。个体对于现代生活的不

断反思行动同样形塑着社会结构，村落社会空间

结构的城乡空间跨越正是居于现代性与地方性的

博弈互构中个体行动的投射。

乡村社会秩序天然具有共同体属性，集体性

的共识和理念寓于其中。村庄内成员对于村庄的

认同是一种延续性的村庄内部凝聚力量乡村共同

体在长期的村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伦理观

念、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26］，是“一种行动者在

其创造和产生出信仰、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生活

的手段”［27］，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乡土性”

特征。新老村民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共生共

建的关系，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双方实现对

于村庄认同建构的基础。这一新型社会关系类型

的型构折射出“地方性”与“流动性”的特殊融

合，反映出存在于该村生活共同体中的关系纽

带，而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时代性的特征，城

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其中具有了多重可能性。

不同于传统以人口净流出为主的西南民族村

落，M村作为一个外来人口流入村，其经验具有

一定特殊性，因自身区位条件优势，当地村民选

择就近就地择业建居，其向外流动程度不高并不

存在村落“空心化”问题，因此两个群体之间的

混居程度较高。多元文化体系对传统的民族村落

文化场域带来解构与重塑，不同行动者面对同一

客观村庄社会环境的制约下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

的行动者实践场域，其中行动者各自基于对于村

庄文化的理解在特定的村庄场域中行动。M村的

经验表明作为乡村文化再生产场域的乡村空间已

然成为文化现代性的独特象征符号。来自于各方

行动者的“凝视”，不断形塑着村庄的文化形态。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织就了村庄当前的共同体样

式和形态。村落的发展通过新老村民社会互动的

并置以及村庄外部多类型外部力量的作用，使得

日常生活中的主体间呈现出交织状态，建构着独

属于该村的生活世界重塑着村落叙事。乡村振兴

需要大量人口回乡，大量西南民族村落面临着人

口的流失问题，M村虽为人口净流入村，其独特

的城乡居民共存文化模式恰恰脱胎于村落本身，

成为吸引市民下乡的有效工具，反之可被用于推

广至其他西南地区村落，通过移植M村的生活共

同体培育模式吸引市民下乡，提高村落的文化造

血能力并形成新的制度，同时利用市民所带来的

经济与社会资本留住村落人才，从而为西南地区

乡村振兴提供有效途径。

M村的案例表明，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城乡

之间的生活方式互构不论是地理空间上还是文化

—心理空间上的行动，都具有非凡意义。城乡二

元制度长期以来横亘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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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移居乡村的行动策略实现

城乡之间的逆向流动，通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

村庄之间的关系建构实现乡村生活的精神归属

感，通过参与村中仪式活动实现与村庄的进一步

联系。跨越城乡之间的地理范围限制通过身体和

资本实现跨城乡流动的同时，建构起跨城乡村庄

社会空间结构。乡村振兴强调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保障其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乡村作为载体除为

村民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之物质性条件，同时村

民对于村庄也有着独特的历史情感记忆。M村城

乡新型生活共同体的培育过程为类似地区乡村振

兴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新的渠道，“市民下乡”不

再仅是一种潮流，而是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经验。

在这一契机下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借助乡村

振兴这一制度优势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养生养

老，带动乡村进一步发展。当地政府可采取相关

措施保障双方的利益，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盘活

乡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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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xistence： Cultiv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living communit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IAN Xueqing1，ZHANG Chenming1，2

（1. Southwest Frontier Ethnic Minority Research Center ，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2. Management Academy of China Cooperativ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citizens go to the countrysid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
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a new living community of cross-urban-ru⁃
ral space，the realization of the urban-rural circulation mechanism and the mutual feeding is the key issu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Through research found that modernity as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lifestyle practice
provides technical conditions，interaction ceremony across the insider-outsider boundary between group interaction is the mecha⁃
nism of new life common body structure，moved to bamboo village citizens and villagers although there is "habit" difference but
still through a specific way to "coexistence" state. As outsiders，the migration action of citizens has driv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o some extent，and practiced the new possibility of the urban and rural state of "urban belt and town⁃
ship".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nalysis of social facts，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a new for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outhwest eth⁃
nic areas under the wave of "citizen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by refin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Keywords：Yi village；Living community；Lifestyle immigr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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